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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認知與情緒歷程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

雙重系統理論觀點的檢驗與修正 

吳中勤* 

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本研究嘗試整合社會心理學理論與決策理論觀點，從社會認知和情緒的角度， 

檢視雙重系統理論觀點。由於當前台灣仍缺乏完整探究偏差行為情緒的工具，因此本

研究目的在於根據相關理論觀點，編製偏差行為情緒量表，提供信、效度證據，用作

進一步檢視和修正雙重系統理論觀點的基礎。本研究以 5,079 位八年級學生為對象，

以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檢視量表信、效度，以及理論變項間的共變關係和結構關係。

研究發現：（1）偏差行為情緒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雙重系統理論觀點應

擴充為三重系統理論模式，包含認知促進因素、情緒促進因素和認知抑制因素；（3）

認知抑制因素不足以抵銷認知和情緒促進因素對偏差行為的推力，是導致偏差行為的

主因；（4）所有因素中，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認知評估和負向情緒，對偏差行為的 

出現具有最重要的影響。根據本研究發現，分別提出相關建議，供未來研究和教學 

實務參考。 

關鍵詞：雙重系統理論；一般化緊張理論；偏差行為；社會控制理論；社會學習理論 

緒 論 

社會學習理論、一般化緊張理論和社會控制理論是解釋偏差行為成因的三個重要

社會心理學理論，有助我們了解導致和抑制偏差行為出現的可能原因。社會學習理論

認為，個人與偏差同儕不同程度的接觸、個人對偏差行為的定義、偏差行為所受不同

程度的增強，以及對偏差態度、動機和行為的模仿，是促使偏差行為出現的四個最 

主要因素。其中，接觸偏差同儕無形中使個人習得偏差的態度和動機，是導致青少年

出現偏差行為的主要原因（Akers & Sellers, 2009）。Pratt et al.（2010）綜合許多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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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理論相關實徵研究進行後設分析的結果發現，在這四個因素中，接觸偏差同儕 

是影響個人偏差行為最重要的因素。許多不同國家的研究亦發現這個關係（Fowler, 

Tompsett, Braciszewski, Jacques-Tiura, & Baltes, 2009; Keresteš, 2006; Qouta, Punamäki, 

Miller, & El-Sarraj, 2008），顯示接觸偏差同儕對個人偏差行為的影響具有跨文化的 

普遍性。一般化緊張理論主張負向生活事件（如失戀）、日常生活困擾等緊張因素，

容易使青少年出現負向情緒，並以偏差行為來應對情緒或緊張所帶來的壓力（Agnew, 

1992）。社會控制理論則主張，與父母和同儕間的依附關係，是抑制偏差行為的重要

因素，因此缺乏依附關係的內、外在控制可能使青少年容易出現偏差行為。過去實徵

研究發現，父母支持和控制程度愈高的青少年愈少出現偏差行為（Wright & Cullen, 

2001）。Fearon, Bakermans-Kranenburg, van Ijzendoorn, Lapsley, & Roisman（2010）和

Hoeve et al.（2012）針對許多研究進行後設分析，結果指出，較不依附父母的青少年

確實會出現較多偏差行為，且依附父母對偏差行為的平均效果量為小到中。儘管實證

研究發現父母依附對偏差行為的抑制作用，但亦有研究發現不同於理論預期的結果

（Taylor, 2001），例如，個人依附於偏差同儕跟偏差行為的關係最強（Akers & Sellers, 

2009），顯示出依附偏差同儕的青少年愈可能出現偏差行為（Warr, 1993）。此外，亦

有研究指出，權威式的父母管教方式會增加青少年偏差行為出現的機率（Burt, Simons, 

& Simons, 2006），與社會控制理論的主張相反。由此可知，外在的社會依附關係對 

偏差行為的抑制效果，除了可能視乎依附的對象而定外，亦需從個人對損失的內在 

認知評估層面來探討。同樣，接觸偏差同儕的外在客觀因素並不一定都會導致青少年

出現偏差行為（Akers & Sellers, 2009），顯示出考量個人評估做出偏差行為可能的 

獲益，或其他內在情緒因素對偏差行為影響的重要性。 

行為決策理論認為，決策上的偏誤是導致青少年傾向作出高風險行為決策（例如

飆車或作弊）的主要原因。愛荷華賭局（Iowa Gambling Test, IGT）是過去決策理論 

研究者常用來了解個人作出風險決策程度的實驗任務。IGT 任務的發展是植基於軀體

標記（somatic markers）假說：假定人們的行為內隱地受到賞罰經驗影響，而行為經驗

所傳遞出的情緒信息會引導人們作出長期有利的行為決策。研究者認為，未能有效 

根據過去賞罰經驗所傳遞出的情緒訊號作出理性決策，是導致個人做出高風險決策的

主要原因。相關研究主要着重於檢視個人在情緒性決策任務中的表現（Cauffman et al., 

2010），並認為對酬賞的過度敏感、對懲罰的不敏感和對未來結果的短視，是導致 

個人做出風險決策的三個可能主要原因（Bechara, Damasio, Damasio, & Anderson,  

1994）。但相關研究至今仍未有一致結論，部分研究結果顯示高風險決策是由於對 

酬賞衝動的抑制能力較差（Burdick, Roy, & Raver, 2013）；另一些研究結果則指出對

未來結果的不敏感或短視，使決策易受當前立即酬賞或懲罰的影響，這是導致偏差 

行為的主因（Bechara, Tranel, & Damasio, 2000）。此外，IGT 僅側重測量情緒性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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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可能使得該行為決策歷程的測量取向缺乏良好的信度、內容和建構效度證據的

支持（Buelow & Suhr, 2009）。 

近年來，研究者從神經生物學的觀點出發，提出雙重系統理論，主張情緒—認知

歷程失衡是青少年作出高風險決策或偏差行為的主要原因（Casey, Getz, & Galvan, 

2008; Somerville, Jones, & Casey, 2010; Steinberg, 2008, 2010）。該理論認為，對青少年

來說，掌管認知控制的前額葉（prefrontal cortex）未能有效抑制主司情緒和酬賞系統的

次皮質區（subcortical region）所產生的過度反應，是導致青少年出現冒險行為的主要

原因（Casey & Jones, 2010; Somerville et al., 2010），意謂青少年的偏差行為除了受到

情緒性決策歷程的影響外，同時亦受到認知控制能力或理性決策能力不足的影響， 

例如缺乏根據相關訊息推論行為結果的能力（Baird & Fugelsang, 2004）。由此可知，

根據雙重系統理論，在解釋偏差行為時，需同時考量促使偏差行為出現的推力和抑制

偏差行為的拉力，當推力大於拉力，才會導致偏差行為出現，但過去社會心理學的 

相關實徵研究較少同時納入這些因素來探討偏差行為。另一方面，雖然雙重系統理論

認為，這股促使偏差行為出現的推力，主要與次皮質區的過度活化反映有關，但次 

皮質區包含了腹側紋狀體（ventral striatum）和杏仁核（amygdala）等區域，活化反映

分別受到酬賞的認知評估和情緒反應影響，顯示出這股推力包含了認知和情緒兩個 

不同的來源（Cardinal, Parkinson, Hall, & Everitt, 2002; Delgado, 2007），至於前額葉則

單純與認知控制能力有關，是抑制偏差行為的主要拉力（Ochsner & Gross, 2005）。 

偏差行為的社會心理學理論觀點和決策的雙重系統理論觀點，分別從較為巨觀和

微觀的角度探討偏差行為的成因；加上兩者在研究取向上的差異，即偏差行為的社會

心理學相關研究多以調查研究方法為主，而行為決策理論的相關研究則以行為實驗或

腦造影技術為主，當前雙重系統理論的支持證據多來自神經科學，仍缺乏調查研究 

證據支持（Harden & Tucker-Drob, 2011）。因此多年來，偏差行為的社會心理學與 

行為決策理論，在理論見解上較少交集。然而，綜觀兩大理論觀點後發現，兩者有 

其可以互補的地方。具體來說，偏差行為的社會心理學相關研究在探討偏差行為的 

成因時，多從單一理論觀點切入，且多着重社會關係或社會認知的影響，如探討社會

學習理論變項（Brauer, 2009）、一般化緊張理論變項（Agnew, 2001; Moon, Blurton, & 

McCluskey, 2008）或社會控制理論（Baron, 2003; Hoeve et al., 2012）對偏差行為的 

影響。部分研究會同時考量到促使偏差行為出現的緊張因素和負向情緒對偏差行為的

影響（Botchkovar & Broidy, 2013），但都多着重在單一因素的影響軸上，例如單純 

着重於探討認知促進因素或認知抑制因素對偏差行為的影響。雖然有少數研究在同一

研究中同時探究社會學習理論（認知促進因素）和社會控制理論（認知抑制因素） 

變項對偏差行為的影響，但忽略了逃避負向生活事件和情緒等認知和情緒促進因素的

角色（Church, Wharton, & Taylor, 2009; Crockett, Bingham, Chopak, & Vicar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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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ohn, Lanza-Kaduce, & Akers, 1984）。此外，當前社會心理學的相關研究常使用傳統

廻歸分析方法，受分析方法所限，無法檢視偏差行為的促進因素和抑制因素間的共變

關係，故此仍然較少研究同時探討社會認知的促進因素和抑制因素以及情緒促進因素

對偏差行為的影響，檢視認知促進因素、情緒促進因素和認知抑制因素間的共變關係。 

根據雙重系統理論觀點，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出現是由於認知和情緒雙重系統在 

反應上失衡的結果，因此在探討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成因時，應同時考量認知和情緒 

促進因素以及認知抑制因素三者間平衡與失衡的重要性。雖然雙重系統理論多從較 

微觀的個人心理或生理歷程角度出發，但亦承認與他人的社會關係和社會認知歷程對

心理和生理反應的影響。舉例而言，有研究者認為，青少年會在意同儕如何看待和 

評價自己（Somerville, 2013），這是影響情緒反應和認知抑制能力的重要因素。其他

抱持雙重系統理論觀點的研究者亦指出，相較於只有青少年一個人，當青少年與同儕

一起時，冒險行為較多（Steinberg, 2005），這是因為大腦社會—情緒系統的成熟導致

青少年和同儕一起時，特別想尋求獲得同儕的認同（Steinberg, 2008）。由此可見， 

社會心理學和行為決策的理論觀點都承認社會關係、社會認知和社會情緒因素對偏差

行為的重要影響，只是社會心理學的相關實徵研究較少同時探討社會認知和社會情緒

的促進因素，以及社會認知的抑制因素對偏差行為的影響。至於雙重系統理論的相關

研究多以行為實驗的方式或神經科學的方法，探討心理決策歷程和生理反應（如大腦

腦區的活化反應）對偏差行為或決策的影響，導致其理論觀點缺乏外在效度證據的 

支持。此外，更重要的是，在雙重系統理論觀點中，偏差行為的認知促進因素和情緒

促進因素的影響，在次皮質區的活化反應中被混淆，兩者對偏差行為的影響是否不同

仍有待進一步探究。 

社會心理學與決策的雙重系統理論觀點皆承認情緒對偏差行為的影響。整合社會

心理學理論觀點的雙重系統理論，同樣應包含社會認知和社會情緒兩大系統，但認知

系統應加以擴充，涵蓋偏差行為的認知促進因素和認知抑制因素，至於情緒系統的 

內涵則應包含正、負向情緒。當青少年認為從事偏差行為將有助於追求同儕認同和 

逃避負向生活事件，此一社會獲益的評估將成為偏差行為內在心理的認知促進因素。

相反，當青少年認為從事偏差行為將有損自己與重要他人（如父母或同儕）的關係，

或影響他們對自己的看法或信任，將成為偏差行為內在心理的認知抑制因素。在雙重

系統理論及其相關研究中，不僅重視負向情緒，亦重視正向情緒（如刺激感的尋求）

對偏差行為的可能影響（Harden & Tucker-Drob, 2011）。但社會心理學的理論觀點和

相關研究多聚焦於探討負向情緒對偏差行為的影響（張楓明、譚子文，2011；Botchkovar 

& Broidy, 2013），忽略了正向情緒在青少年偏差行為中扮演的角色，例如青少年飆車

是為了追求刺激感所帶來的正向情緒。因此，台灣當前的調查研究工具中仍缺乏完整

且具信、效度的偏差行為情緒量表可供參考，故本研究將先編製偏差行為情緒量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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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其信、效度，用作進一步檢視雙重系統理論觀點的依據，這是本研究目的之一。

本研究目的之二是整合社會心理學，以作修正雙重系統理論觀點的參考，並透過調查

研究和統計方法，從雙重系統理論中拆解出認知促進、情緒促進和認知抑制因素各自

對偏差行為的影響，為植基於實驗取向進行修正後的雙重系統理論觀點提供外在效度

證據的支持。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二： 

1. 編製偏差行為情緒量表並衡鑑其信、效度； 

2. 整合社會心理學理論，檢視修正雙重系統理論模式（認知促進、情緒促進和認知

抑制）適用於解釋偏差行為的程度，並探討理論變項對偏差行為的影響。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鑑於國中學生是從事偏差行為的高風險族群，且 14 歲左右的青少年是最喜愛冒險

的一群（Burnett, Bault, Coricelli, & Blakemore, 2010），因此本研究選擇台中地區 

14 歲的八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由於本研究編製了偏差行為情緒量表，在進行正式 

調查研究前，本研究先以立意抽樣選擇 794 位八年級學生，進行預試問卷的施測。在

正式問卷調查時，採用系統性叢集抽樣，從全台中 29 個行政區中，依各行政區內八年

級學生人數佔全台中八年級總人數的比例，計算各行政區抽樣的人數，最後以班級為

抽樣叢集，從全台中市 1,056 個八年級班級中隨機選出 183 個共 5,079 位八年級學生為

研究對象。男、女生人數分別為 2,550 位和 2,529 位，各佔 50.2%和 49.8%。 

研究工具 

偏差行為社會益損認知量表 

本研究採用吳中勤（2019）編製的偏差行為社會益損認知評估量表，該量表是 

參考社會學習理論和一般化緊張理論的內涵編製而成。根據這兩個理論觀點，青少年

從事偏差行為時，可能會預期該行為能夠受到同儕的認同，或者有助於逃避負向生活

事件（例如失戀）所帶來的不適，因此從事偏差行為便對青少年具有正向價值。相反，

根據社會控制理論觀點，當個人預期從事偏差行為可能會失去同儕或父母的認同或 

信任，有損與他人間的情感依附關係（即個人對社會損失的認知評估），便可能抑制

自己從事偏差行為的衝動。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分量表可分為「對追求同儕認同

的獲益評估」和「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社會損失評估分量表可分為「對

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和「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 



192 吳中勤 

社會獲益評估分量表共有 9 題，其中與追求同儕認同有關的題項有 3 題，與逃避

負向生活事件有關的題項有 6 題；社會損失評估分量表共有 5 題，當中與同儕依附的

損失評估有關的題項有 2 題，與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有關的題項有 3 題。量表題項 

皆採李克特式 4 點計分，反應項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依序

給予 1 至 4 分。分析結果顯示，χ2（71, N = 5079）= 151.16（p < .05）；RMSEA = .015

（90%信賴區間介於 .012 至 .018），其值小於 .06；CFI 和 TLI 分別為 .995 和 .994；

SRMR 則為 .027。兩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分別為 .95 和 .99，

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 .97。由此可知，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 

偏差行為情緒量表 

本研究編製的偏差行為情緒量表包含了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分量表。正向情緒與

從事偏差行為所能帶來的刺激感（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和愉悅感（Matsueda, 

Kreager, & Huizinga, 2006）有關，因此本研究參考 Zuckerman（1994）的感官尋求

（sensation seeking）量表編製正向情緒分量表題項。正向情緒分量表共 7 題，分別為

「為了追求刺激，我會和朋友一起從事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如：使用非法藥物或到

不良場所）」、「我會和朋友一起去做一些能讓我們感到興奮的事，即使這些行為是

危險的或不正當的」、「我喜歡和朋友一起從事冒險活動（如：飆車）來尋求刺激」、

「我喜歡和朋友抽菸、喝酒、飆車或賭博時的那種快樂氣氛」、「我會和朋友一起做

一些不被允許的事（如：破壞公物或欺負別人）來尋找快樂」、「和朋友在一起時，

有時候會使用非法藥物來助興」、「即使是不被允許的事（如：喝酒或賭博），但只

要是有趣的或能讓我快樂的我都會想和朋友一起去做」。 

負向情緒量表着重於生氣、怨恨、焦慮、憂鬱、疏離等五種可能引起偏差行為的

負向情緒，分別以 4、2、3、2、2 題測量這五種負向情緒，共計 13 題。生氣分量表 

題項分別為「我覺得很難控制自己的怒氣」、「我有時會對別人發脾氣」、「我會被

一點小事激怒」、「我很容易生氣」；怨恨分量表題項包含「我經常怨恨一些人或事」、

「我經常想報復別人」；焦慮分量表包含「我經常感到焦慮不安」、「我感到自己 

面臨太多困難無法克服」、「我經常擔心一些事以致於晚上睡不着覺」；憂鬱分量表

題項包含「我覺得人生痛苦不堪」、「我覺得人生沒有希望」；疏離分量表題項包含

「我經常覺得孤單」、「我經常有被忽略的感覺」。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量表皆採 

李克特式 4 點計分，1 至 4 依序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得分 

愈高表示正、負向情緒反應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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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行為量表 

本研究的內衍潛在變項（效標變項）為青少年個人的偏差行為，而偏差行為是指

可以個人觀察到的外顯行為問題（郭芳君、譚子文、董旭英，2011）。偏差行為量表

共有 23 個題項，描述青少年常從事的 23 種偏差行為，包括：（1）逃家，（2）蹺課，

（3）破壞公物，（4）未經允許拿別人的錢或東西，（5）跟別人發生性行為，（6）

打架，（7）勒索，（8）抽菸，（9）喝酒，（10）嚼檳榔（分析後刪題），（11） 

使用藥物（如：強力膠、速賜康、安非他命、K 他命），（12）考試作弊，（13）與

老師發生衝突，（14）與父母發生衝突，（15）深夜在外遊蕩，（16）賭博，（17）

飆車，（18）刺青，（19）在身上穿洞（如：肚環或舌環），（20）看色情光碟、 

書刊或色情網站，（21）曾到不良場所（如：電動玩具店或情色場所），（22）參加

幫派活動，（23）故意傷害自己。題項指導語是詢問青少年在過去一年內，從事上述

偏差行為情形。量表題項的反應項分別為「0 次」、「1–3 次」、「4–6 次」、「7–9

次」和「10 次以上」，分別給予 1 至 5 分，得分愈高表示個人從事偏差行為的嚴重 

程度愈高。由於在實際分析時，有細格內太多 0 值而導致參數估計上的問題，因此 

本研究在分析階段將個人在各選項的反應合併，以 1 表示從事過該偏差行為，0 表示

未從事過該偏差行為。 

統計分析 

為達研究目的一，本研究以 Mplus 8.0 進行探索性結構方程模式分析（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SEM）來檢視量表的建構效度。以 χ2、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CFI（comparative fit index）、TLI（Tucker-Lewis index）、

SRMR（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等模式適配度指標為後續模式比較的 

參考。由於卡方統計量易受樣本數影響，導致虛無假設被拒絕（Mehta & Neale, 2005），

因此本研究評估觀察資料與模式的適配情形將參考其他適配度指標。在這些指標中，

RMSEA 值小於 .06 為優良（Hu & Bentler, 1999），.06–.08 為可接受範圍（Jöreskog & 

Sörbom, 1993），並根據 90%信賴區間來判斷其值是否超過模式適配標準的最低要求

（Hox, 2010）。CFI 和 TLI 值介於 .90–.95 為可接受，.95 以上代表模式適配度佳， 

1 則為完美適配。SRMR 則是用作反映模式整體殘差的指標，當數值低於 .08，表示 

模式適配度佳（Hu & Bentler, 1999）。Hair, Black, Babin, & Anderson（2009）指出，

當標準化因素負荷量達 .71 以上，個別指標信度達 .50 以上，組成信度大於 .70，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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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變異抽取量大於 .50 時，該模式即具有聚合效度。此外，為了解因素間是否具有

區別性，本研究採用拔靴法（bootstrap method）計算潛在變項間相關係數的 95%信賴

區間，若未包含 1，則表示潛在變項間具有相當程度的區別效度（Torkzadeh, Koufteros, 

& Pflughoeft, 2003）。在本研究中，偏差行為被視為類別變項，本研究在偏差行為的

測量模式上將採用邏輯連結函數（logit link function）進行因素負荷量的估計。 

為達研究目第二，本研究進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同時納入偏差行為的認知促進、

情緒促進和認知抑制等潛在外衍變項間的共變關係，並探討外衍潛在變項對內衍潛在

變項（偏差行為）的結構關係（模試圖見圖一）。 

圖一：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認知評估和情緒對偏差行為影響的路徑關係 

 

 

 

 

 

 

 

 

 

 

 

 

 

 

 

 

 

 

 

 

 

 

註：負向情緒為二階因素，為求簡要，僅呈現負向情緒此二階因素的圖示。除負向情緒外，其他因素為 

一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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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結 果 

基本分析 

表一至表四呈現偏差行為的正、負向情緒，以及偏差行為的描述性統計量。從 

表一可知，偏差行為正、負向情緒各題項的平均數介於 1.19 至 2.37，標準差介於 .47

至 .94。從表二可發現，各題項間的相關介於 .11 至 .87。從表三可知，偏差行為各 

題項的平均數介於 .01 至 .19 之間，標準差介於 .08 至 .45 之間。從表四可發現，各 

題項間的相關介於 .07 至 .56。 

表一：偏差行為正、負向情緒的平均數和標準差 

題 項 M SD 

正向情緒 

1. 為了追求刺激，我會和朋友一起從事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如：使用非法藥物或

到不良場所）。 

 

1.24 

 

.53 

2. 我會和朋友一起去做一些能讓我們感到興奮的事，即使這些行為是危險的或不正

當的。 

1.29 .59 

3. 我喜歡和朋友一起從事冒險活動（如：飆車）來尋求刺激。 1.27 .58 

4. 我喜歡和朋友抽菸、喝酒、飆車或賭博時的那種快樂氣氛。 1.24 .54 

5. 我會和朋友一起做一些不被允許的事（如：破壞公物或欺負別人）來尋找快樂。 1.25 .55 

6. 和朋友在一起時，有時候會使用非法藥物來助興。 1.19 .47 

7. 即使是不被允許的事（如：喝酒或賭博），但只要是有趣的或能讓我快樂的我都

會想和朋友一起去做。 

1.24 .54 

負向情緒   

1. 我覺得很難控制自己的怒氣。 2.07 .90 

2. 我有時會對別人發脾氣。 2.37 .91 

3. 我會被一點小事激怒。 2.05 .88 

4. 我很容易生氣。 2.01 .89 

5. 我經常怨恨一些人或事。 2.03 .94 

6. 我經常想報復別人。 1.74 .85 

7. 我經常感到焦慮不安。 1.93 .93 

8. 我感到自己面臨太多困難無法克服。 1.97 .93 

9. 我經常擔心一些事以致於晚上睡不着覺。 1.87 .92 

10. 我覺得人生痛苦不堪。 1.67 .84 

11. 我覺得人生沒有希望。 1.58 .79 

12. 我經常覺得孤單。 1.81 .91 

13. 我經常有被忽略的感覺。 1.89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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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偏差行為正、負向情緒題項間的相關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 — .78* .77* .80* .77* .77* .79* .21* .14* .21* .19* .23* .33* .22* .22* .25* .30* .34* .25* .20* 

2  — .78* .76* .75* .70* .77* .23* .17* .23* .22* .27* .35* .24* .23* .26* .30* .32* .27* .23* 

3   — .84* .80* .74* .82* .23* .15* .21* .20* .24* .34* .21* .22* .25* .31* .32* .27* .23* 

4    — .85* .79* .87* .23* .14* .21* .19* .23* .33* .23* .22* .27* .32* .35* .27* .23* 

5     — .80* .82* .23* .15* .22* .20* .24* .35* .22* .22* .25* .32* .35* .27* .23* 

6      — .83* .19* .11* .20* .18* .19* .30* .20* .20* .23* .31* .33* .25* .19* 

7       — .22* .14* .20* .20* .23* .33* .23* .23* .26* .33* .35* .27* .23* 

8        — .60* .64* .68* .52* .49* .48* .50* .40* .43* .40* .41* .42* 

9         — .64* .61* .50* .42* .44* .45* .37* .34* .31* .37* .38* 

10          — .77* .56* .50* .49* .48* .40* .41* .38* .43* .44* 

11           — .54* .49* .48* .47* .38* .42* .38* .41* .42* 

12            — .67* .57* .59* .47* .55* .49* .52* .54* 

13             — .53* .53* .44* .55* .51* .49* .50* 

14              — .71* .61* .57* .51* .60* .59* 

15               — .60* .62* .54* .60* .59* 

16                — .54* .49* .53* .49* 

17                 — .80* .67* .62* 

18                  — .63* .57* 

19                   — .77* 

20                    — 

* p < .05 

註：1 至 7 為正向情緒測量題項，8 至 20 為負向情緒測量題項。 

信、效度分析 

一、偏差行為情緒量表信、效度 

由於台灣當前仍缺乏測量偏差行為情緒的完整量表，因此本研究在正式問卷調查

前先實施預試，再針對預試問卷進行分析。本研究分別針對正、負向情緒分量表預試

資料進行 ESEM 分析，所得結果顯示正向情緒的一因素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良好，

模式的卡方值未達顯著，χ2（14, N = 794）= 27.42，p > .05；RMSEA = .035，90%信賴 

區間介於 .014 至 .054，小於 .06；CFI 和 TLI 分別為 .98 和 .96；SRMR = .016。分量

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 信度係數為 .97，顯示出正向情緒分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和效度。分析結果亦顯示，負向情緒分量表與觀察資料適配度良好，卡方值達顯著， 

χ2（125, N = 794）= 324.08，p < .05；RMSEA = .045，90%信賴區間介於 .039 至 .051；

CFI 和 TLI 分別為 .96 和 .95；SRMR = .034，顯示負向情緒分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

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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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偏差行為的平均數和標準差 

題 項 M SD 

1. 逃家 .03 .18 

2. 蹺課 .06 .24 

3. 破壞公物 .15 .36 

4. 未經允許拿別人的錢或東西 .06 .24 

5. 跟別人發生性行為 .01 .10 

6. 打架 .11 .31 

7. 勒索 .01 .10 

8. 抽菸 .05 .21 

9. 喝酒 .13 .33 

10. 使用藥物（如：強力膠、速賜康、安非他命、K 他命） .01 .08 

11. 考試作弊 .19 .39 

12. 與老師發生衝突 .14 .35 

13. 與父母發生衝突 .27 .45 

14. 深夜在外遊蕩 .07 .25 

15. 賭博 .03 .17 

16. 飆車 .03 .16 

17. 刺青 .01 .08 

18. 在身上穿洞（如：肚環或舌環） .01 .12 

19. 看色情光碟、書刊或色情網站 .09 .28 

20. 曾到不良場所（如：電動玩具店或情色場所） .06 .25 

21. 參加幫派活動 .02 .13 

22. 故意傷害自己 .07 .26 

 

本研究針對正式施測結果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正向情緒的一因素模式與觀察 

資料適配度良好，模式的卡方值達顯著，χ2（14, N = 5079）＝ 107.81，p < .05；RMSEA 

= .036，90%信賴區間介於 .030 至 .043，小於 .06；CFI 和 TLI 分別為 .98 和 .96； 

SRMR 則為 .016。7 個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87、.84、.89、.93、.90、 

.87、.93。分量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 信度係數為 .96。 

負向情緒分量表包含了生氣、怨恨、焦慮、憂鬱、疏離等負向情緒。負向情緒 

分量表的 ESEM 結果顯示，一因素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不佳，卡方值達顯著， 

χ2（135, N = 5079）= 7006.02，p < .05；RMSEA = .100，90%信賴區間介於 .098 

至 .102；CFI 和 TLI 分別為 .801 和 .775；SRMR = .052。二因素模式的結果顯示，觀

察資料與該模式適配度不錯，卡方值達顯著，χ2（118, N = 5079）＝ 2916.31，p < .05；

RMSEA = .068，90%信賴區間介於 .066 至 .070；CFI 和 TLI 分別為 .92 和 .90；SRMR 

= .031。三因素模式與觀察資料亦適配，該模式的卡方值達顯著，χ2（102, N = 5079）= 

1959.74，p < .05；RMSEA = .060，90%信賴區間介於 .058 至 .062；CFI 和 TLI 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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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偏差行為題項間的相關係數矩陣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1 — .35* .19* .16* .25* .27* .20* .37* .23* .27* .11* .21* .17* .41* .23* .40* .25* .24* .13* .30* .34* .21* 

2  — .28* .14* .18* .29* .18* .36* .27* .17* .22* .28* .17* .34* .20* .33* .17* .21* .17* .26* .27* .22* 

3   — .28* .16* .35* .18* .24* .27* .13* .30* .35* .27* .27* .20* .20* .11* .11* .26* .27* .16* .19* 

4    — .17* .23* .22* .12* .12* .17* .22* .19* .19* .15* .17* .11* .15* .12* .22* .16* .13* .14* 

5     — .12* .29* .21* .16* .37* .08* .12* .08* .19* .20* .24* .35* .26* .16* .15* .23* .17* 

6      — .24* .30* .27* .17* .22* .34* .21* .29* .29 .28 .18 .14 .26 .36 .28 .17 

7       — .23* .15* .36* .12* .16* .09* .22* .32 .27 .35 .24 .13 .20 .30 .13 

8        — .42* .25* .18* .27* .15* .39* .30 .49 .24 .28 .21 .38 .36 .22 

9         — .13* .26* .32* .28* .32* .27 .29 .15 .18 .22 .27 .22 .24 

10          — .08* .14* .07* .22* .25 .35 .56 .41 .14 .19 .36 .17 

11           — .30* .33* .20* .18 .13 .10 .14 .25 .20 .10 .20 

12            — .40* .27* .23 .22 .16 .17 .22 .28 .19 .21 

13             — .23* .14 .15 .07 .08 .19 .22 .11 .25 

14              — .27 .41 .19 .25 .21 .37 .32 .22 

15               — .35 .25 .19 .22 .31 .36 .14 

16                — .33 .28 .20 .37 .48 .21 

17                 — .49 .18 .21 .43 .19 

18                  — .13 .20 .33 .23 

19                   — .35 .21 .13 

20                    — .32 .21 

21                     — .20 

22                      — 

* p < .05 

 

為 .95 和 .92；SRMR = .025。四因素模式的結果顯示觀察資料與該模式適配度不佳，

卡方值達顯著，χ2（87, N = 5079）= 9530.94，p < .05；RMSEA = .146，90%信賴區間

介於 .144 至 .149；CFI 和 TLI 分別為 .73 和 .52；SRMR = .018。然而，由於理論上而

言，負向情緒應有五個一階因素負荷在一個二階因素（負向情緒因素）上，因此本 

研究將負向情緒模式設定為一個二階因素負荷在五個一階因素上，並同時納入正向 

情緒模式一同進行整體模式適配度考驗。結果顯示，觀察資料與該模式適配度佳， 

卡方值達顯著，χ2（118, N = 5079）= 2736.63，p < .05；RMSEA = .056，90%信賴區間

介於 .054 至 .057；CFI 和 TLI 分別為 .97 和 .97；SRMR = .040。 

進一步進行偏差行為的情緒模式的內在結構適配度分析結果顯示，正向情緒 7 個

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87、.84、.89、.93、.90、.87、.93，個別指標信度 

分別為 .76、.71、.79、.86、.81、.76、.86，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為 .86，平均變異 

抽取量為 .68。負向情緒一階五因素模式中，生氣分量表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

為 .78、.73、.87、.87，個別指標信度分別為 .61、.53、.76、.76，潛在變項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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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為 .89，平均變異抽取量為 .66；怨恨分量表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84、.80，

個別指標信度分別為 .71、.64，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為 .80，平均變異抽取量為 .67；

焦慮分量表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84、.85、.72，個別指標信度分別為 .71、.72、 

.52，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為 .85，平均變異抽取量為 .65；憂鬱分量表的標準化因素 

負荷量分別為 .94、.86，個別指標信度分別為 .88、.74，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為 .90，

平均變異抽取量為 .81；疏離分量表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89、.87，個別指標 

信度分別為 .79、.76，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為 .87，平均變異抽取量為 .78。五個 

一階因素的標準化負荷量分別為 .72、 .88、 .92、 .84、 .87，個別指標信度分別

為 .52、.77、.85、.71、.76，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為 .92，平均變異抽取量為 .71。 

綜上可知，本研究編制的偏差行為情緒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五個一階因素

所構成的二階二因素結構，最能解釋觀察資料的理論模式。 

 

二、偏差行為量表信、效度 

由於分析結果顯示，嚼檳榔此一題項在分析階段導致模式非正定，使得參數估計

過程出現問題，因此加以刪除。本研究將 22 個題項設定為類別變項，進行一因素 ESEM

分析，結果顯示觀察資料與該模式適配度佳，卡方值達顯著，χ2（209, N = 5079）=  

1211.65，p < .05；RMSEA = .031，90%信賴區間介於 .029 至 .032；CFI 和 TLI 分別

為 .95 和 .95；SRMR = .077。22 個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83、.79、.70、 

.57、.78、.75、.82、.90、.73、.89、.58、.75、.61、.82、.78、.92、.91、.77、.62、.82、.90、.67，

個別指標信度分別為 .66、.56、.52、.35、.59、.58、.69、.74、.55、.86、.38、.58、 

.41、.67、.62、.81、.88、.66、.42、.66、.77、.42，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為 .97，平均

變異抽取量為 .61。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 信度係數為 .90。 

認知促進、情緒促進和認知抑制因素對偏差行為的影響 

由於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認知評估、情緒量表和偏差行為量表信、效度俱佳， 

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探究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認知評估和情緒對偏差行為的影響，探究

時先檢視整體結構模式的適配度。分析結果顯示，觀察資料與該模式適配度佳，卡方

值未達顯著，χ2（1458, N = 5079）= 8687.45，p > .05；RMSEA = .031，90%信賴區間 

介於 .031 至 .032，CFI 和 TLI 分別為 .90 和 .90；SRMR = .056。 

表五呈現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認知評估和情緒對偏差行為影響的結構係數摘要

（路徑關係圖請參閱圖一）。從表五和圖一可知，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與偏差 

行為帶來的正向情緒，兩者皆非導致八年級學生從事偏差行為機率增加的主要因素， 

β1和 β5分別為 .06 和 .02（ps > .05）。然而，當八年級學生認為從事偏差行為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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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認知評估和情緒對偏差行為影響的結構係數摘要 

結構係數 完全標準化係數 

認知促進因子  

對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偏差行為（β1） .06 

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偏差行為（β2） .19* 

認知抑制因子  

對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偏差行為（β3） –.11* 

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偏差行為（β4） .06* 

情緒促進因子  

偏差行為的正向情緒→偏差行為（β5） .02 

偏差行為的負向情緒→偏差行為（β6） .37* 

認知促進因子內的共變關係  

對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φ12） .89* 

認知抑制因子內的共變關係  

對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φ34） .65* 

情緒促進因子內的共變關係  

正向情緒負向情緒（φ56） .39* 

認知促進與認知抑制因子間的共變關係  

對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對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φ13） –.01 

對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φ14） –.14* 

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對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φ23） .00 

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φ24） –.15* 

認知促進與情緒促進因子間的共變關係  

對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正向情緒（φ15） .81* 

對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負向情緒（φ16） .35* 

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正向情緒（φ25） .82* 

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負向情緒（φ26） .42* 

認知抑制與情緒促進因子間的共變關係  

對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正向情緒（φ35） .00 

對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負向情緒（φ36） .10* 

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正向情緒（φ45） –.14* 

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負向情緒（φ46） .16* 

* p < .05 

 

逃避負向生活事件所帶來的痛苦或不愉快的心理感受增加，就愈可能從事偏差行為， 

β2為 .19（p < .05）。當八年級學生愈是認為從事偏差行為可能會損害自己與同儕間的

關係，則愈不可能從事偏差行為，β3 為 –.11（p < .05）。但當八年級學生認為從事 

偏差行為可能損害自己與父母間的關係，從事偏差行為的可能性卻增加，β4 為 .06 

（p < .05）。同樣，當八年級學生負向情緒愈高，亦愈容易從事偏差行為，β6 為 .37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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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促進、情緒促進和認知抑制因素間的關係 

此外，從表五可知，認知促進因子內的共變關係中，對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

與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間的交互相關係數為 .89（p < .05），95%信賴區間 

介於 .89 至 .90。認知抑制因子內的共變關係中，對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與對父母依附

的損失評估間的交互相關係數為 .65（p < .05），95%信賴區間介於 .62 至 .67。情緒

促進因子內的共變關係中，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間的交互相關係數為 .39（p < .05），

95%信賴區間介於 .36 至 .42。 

在認知促進與認知抑制因子間的共變關係中，對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與對 

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間的交互相關係數為 –.01（p > .05），95%信賴區間介於 –.03

至 .03；對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與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間的交互相關係數 

為 –.14（p < .05），95%信賴區間介於 –.18 至 –.13；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

與對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無關，兩者間的交互相關係數為 .00，95%信賴區間介於 –.02

至 .04；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與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間的交互相關係數 

為 –.15（p < .05），95%信賴區間介於 –.17 至 –.12。 

在認知促進與情緒促進因子間的共變關係中，對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與正向

情緒間的交互相關係數為 .81（p < .05），95%信賴區間介於 .80 至 .81；對追求同儕

認同的獲益評估與負向情緒間的交互相關係數為 .35（p < .05），95%信賴區間介於 .33

至 .38；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與正向情緒間的交互相關係數為 .82 

（p < .05），95%信賴區間介於 .81 至 .82；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與負向 

情緒間的交互相關係數為 .42（p < .05），95%信賴區間介於 .39 至 .46。 

在認知抑制與情緒促進因子間的共變關係中，對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與正向情緒

無關，兩因素間的交互相關係為 .00，95%信賴區間介於 –.02 至 .04；對同儕依附的

損失評估與負向情緒間的交互相關係數為 .10（p < .05），95%信賴區間介於 .07至 .13；

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與正向情緒間的交互相關係數為 –.14（p < .05），95%信賴 

區間介於 –.17 至 –.11；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與負向情緒間的交互相關係數為 .16 

（p < .05），95%信賴區間介於 .02 至 .09。 

討 論 

綜上可知，整體而言，認知促進因素、情緒促進因素和認知抑制因素三者間具有

區別性。偏差行為的認知促進因素（對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和對逃避負向生活 

事件的獲益評估）與情緒系統中偏差行為的情緒促進因素（正、負向情緒）呈高度 

正相關，且共變關係的 95%信賴區間未包含 1，顯示出雙重系統理論中分別由認知和

情緒促進因素引發的反應不同，但有高度關聯性。事實上，最近來自腦造影的研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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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指出，與酬賞價值的認知評估有密切關係的腹側紋狀體（Haber, 2011），以及與

正、負向情緒反應有關的杏仁核，兩者雖分屬不同腦區，但彼此間存在密切的關係

（Fareri & Tottenham, 2016）。 

此外，從因素間的共變關係亦可發現，雙重系統理論主張的認知系統中，偏差 

行為的認知抑制因素（對同儕依附和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與情緒系統中偏差行為的

情緒促進因素，分別呈現無關或負相關（正向情緒）和正相關（負向情緒）。由此 

可知，認知抑制和情緒促進因素彼此間可能有相當程度的互動關係。其中，認知系統

中的抑制因素─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愈高，青少年愈不會想透過從事偏差行為來

滿足其正向情緒。但比較有趣的是，當青少年愈認為從事偏差行為可能會對不起父母

或辜負父母的期待，其負向情緒亦愈高，這可能是因為認知到從事偏差行為可能令 

父母失望而產生預期的擔心或憂鬱的負向情緒所致。對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與負向 

情緒之間的正向關係，原因可能亦相同。 

從因素間的交互相關係數來看，認知促進因素和抑制因素是兩種不同的因素，當

青少年愈認同偏差行為有助於獲得同儕認同或逃避負向生活事件帶來的負向感受， 

愈不認為從事偏差行為會令同儕或父母等重要他人失望；相反，當青少年愈認為從事

偏差行為可能令重要他人失望，便愈不可能從事偏差行為來獲取他人認同或逃避負向

生活事件所造成的負向心理感受。本研究發現與過去相關實徵研究結果相似（董旭英，

2009；譚子文、張楓明，2013；Botchkovar & Broidy, 2013），但與之不同的是，過去

研究所採用的分析方法並未能直接檢視認知促進因素和認知抑制因素的共變關係，而

本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直接檢驗並確認兩者間互相抑制的關係。 

從表五的結構係數來看，雖然根據社會控制理論，對同儕依附和對父母依附的 

損失評估是抑制偏差行為出現的兩種重要因素，但對父母的依附卻反而是導致八年級

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的原因之一；再加上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與負向情緒

的影響，共同導致八年級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而且，這三個因素共同對偏差行為 

出現的影響，遠大於對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對偏差行為的抑制效果，因而導致偏差 

行為出現。 

在結構關係中，「對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對偏差行為沒有影響，「對同儕

依附的損失評估」則有助於減少偏差行為出現，而「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

和「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則會導致偏差行為出現。其中，「對同儕依附的損失 

評估」和「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分別對偏差行為有抑制和促進效果， 

這與社會控制理論和一般化緊張理論觀點的實徵研究結果相符（Agnew, 2001; Hoeve  

et al., 2012; Moon et al., 2008），但「對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對偏差行為沒有 

影響，則與社會學習理論和相關研究主張不一致（Akers & Sellers, 2009; Steinberg, 

2008）。這可能是因為在納入其他影響偏差行為的重要理論變項後，該變項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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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稀釋。比較有趣的發現是，「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會增加偏差行為出現的機率，

這與社會控制理論的假定相反。這可能是因為權威式的父母管教方式，反而會帶給 

青少年壓力，進一步增加青少年偏差行為出現的機率（Burt et al., 2006）。另一個可能

的解釋是，從「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與其他認知和情緒促進因素間的共變關係 

來看，可發現「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與認知促進因素（「對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

評估」和「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和（正向）情緒促進因素間皆呈現 

負向關係，但卻僅與負向情緒促進因素間呈現正向的共變關係，可能突顯出在面對 

重視倫常觀念的社會情境脈絡下，父母與子女間的依附關係雖有可能抑制青少年從事

偏差行為，但由於青少年在這個階段同時面對父母給予的課業和升學壓力、同儕 

壓力……等各方面的壓力，以致引發青少年對父母的管教或期待產生較多負向情緒，

而這股負向情緒對偏差行為的推力明顯大於青少年對父母依附所產生的內在拉力， 

以至出現了與理論預期相反的結果。 

至於情緒系統對偏差行為的影響亦與雙重系統理論觀點的主張不太一致，僅部分

與雙重系統理論的觀點相符。具體來說，在情緒系統中，只有負向情緒會增加偏差 

行為出現的機率，正向情緒則否。原因可能是，對當前八年級的青少年來說，不需要

透過從事偏差行為來獲得刺激和興奮感等正向情緒，或許對他們來說，這些正向情緒

在當前已可透過電腦遊戲或其他方式來滿足；但是為了逃避負向情緒所帶來的痛苦或

不適，卻是引發八年級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的主因，突顯出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

的觀點，即相較於獲得一個想要的正向結果，規避不想要的負向結果或損失所引發的

心理反應，對個人決策和行為的影響更大（Tversky & Kahneman, 1992）。 

結論、建議和限制 

結論和建議 

根據本研究目的與研究結果，可獲得以下結論和若干建議如下： 

1. 偏差行為情緒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作未來探究情緒對偏差行為影響的

參考。過去探究偏差行為的相關研究較少納入正向情緒的測量，而本研究編製 

完整的偏差行為正、負向情緒量表，可用作未來研究進一步探究偏差行為相關 

議題的參考。 

2. 社會心理學理論與決策理論可加以整合，但雙重系統理論觀點應加以修正。研究

結果顯示，偏差行為的認知促進因素、情緒促進因素和認知抑制因素三者間具有

相當程度的區別性，因此納入社會認知和情緒後的雙重系統理論觀點，應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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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系統理論。然而，由於本研究結果為初步研究發現，未來相關研究可繼續 

複驗三重系統理論觀點，累積更多效度證據的支持。 

3. 探討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原因時，應同時考量認知促進和情緒促進因素對偏差

行為的推力，以及認知抑制因素對偏差行為的拉力。根據社會心理學和雙重系統

理論觀點，偏差行為的成因並非單純受到單一因素影響；亦即是說，當偏差行為

的推力出現時，並不一定會促使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當青少年認知抑制能力 

足夠時，便能夠有效抵消或抑制這股推力的影響。因此，探究偏差行為時應同時

將促使偏差行為出現的促進因素和抑制因素同時納入考量。從本研究結果可清楚

發現，當偏差行為的認知抑制因素所產生的拉力不足以與促使偏差行為出現的 

推力抗衡，將導致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在青少年階段，這股拉力只有與同儕間

的依附關係存在抑制的效果，與父母間的依附反而增加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 

因此未來在教學實務上，應多輔導青少年與同儕建立更緊密的正向關係，或培養

同學思考從事偏差行為的後果對重要他人感受的影響。同時，亦應多了解父母與

青少年的關係，適時透過教學與輔導策略來改善，方能有效強化這股抑制偏差 

行為的拉力。否則，根據研究結果發現，促使偏差行為出現的推力遠大於抑制 

偏差行為的拉力，非常容易吸引青少年嘗試不被允許的偏差行為，影響他們的 

身心健康發展。 

研究限制 

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因素有很多，本研究只聚焦於探討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

微觀內在心理歷程，其他外在環境因素（如家庭、學校、文化等層面）亦可能是重要

的影響因素。因此，未來研究可考慮同時納入更多環境文化因素，再次檢視本研究 

提出修正雙重系統理論的觀點，達到對話溝通、理論驗證和精緻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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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Process on  

Juvenile Deviant Behaviors: Examination and Revision of Dual System Theory 

Chung-Chin WU 

 

Abstract 

This study incorporated socio-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decision-making theory to examine 

dual system theory from the viewpoints of social cognition and emo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stablish an emotion scale of juvenile deviant behaviors and provide evidence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s a basis for examining dual system theory. The participants were 5,079 

eighth grader. The study adopt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cale, and to examine the covariation and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among variables. 

Results showed that: (a) the emotion scale of juvenile deviant behaviors had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b) dual system theory should be extended as triple system theory, including cognition 

facilitator, emotional facilitator, and cognition inhibitor; (c) when cognition inhibitor was unable 

to offset the driving forces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al facilitators, it would cause juvenile deviant 

behaviors; (d) avoiding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negative emotion were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s of juvenile deviant behavior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s were proposed. 

Keywords: dual system theory; general strain theory; juvenile deviant behavior; social control 

theory;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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